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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政产学研”合作主要强调人类行动者及其组织的作用。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式下，对“用户”行动者的发现和对非人行动者的重视，使得“政产学研”合作被拓展为“政产学研用物”合作。因为缺失农民行动者的参与和缺乏育种材料，超级稻品种“G”的技术研发行动者网络被证明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研究揭示，组建行动者网络要尽可能发现行动者，重视非人行动者的作用，同时要考虑行动者的主张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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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to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user-Thing Collaboration：A super ric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of actors 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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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main human actor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In actor-network theory model, the discoveries of "User" actors and non-human actors is expanded to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user-Thing Collaboratio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farmers and the breeding material, the R & D actor network of super rice G was proved to be a unsuccessful case. Research revealed that the builder of a actor network  should find actors, the role of non-human actor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eeds and advocates of act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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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产学研”到“政产学研”

   如今，产学研合作似乎已经成为自然而然和不证自明的技术创新活动。从宏观和外部上来看，产学研合作具有多维的理论基础，如自组织理论、企业竞争优势与价值链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技术学习理论、网络化模式理论。[
]从内部和微观层面来看，产学研合作的源头在于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默顿提倡科学研究要遵从公有主义(communa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创性(originality)和怀疑主义(skepticism)基本规范，[
]齐曼则指出，默顿的规范其实是学院科学时期适用的规范，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学院科学正让位于后学院科学或者叫“产业科学”（industial science），适用的是归属性 (proprietary)、局部性(local)、权威性(authoritarian)、定向性(commissioned)、专门性 (expert) 的规范（John Ziman，2008）。[
]产业科学生产的是不一定公开的归属性知识，它集中在局部性的技术问题上，而不是总体认识上；产业研究者在管理权威下做事，而不是为个人做事；其研究被定向的要求达到实际目标，而不是为了追求知识；他们作为专门性的解决问题的人员被聘用，而不是因为个人的创造力。[
]
    从知识创新的角度来说，技术或者知识是科学家的资本。当科学家把他们的稀缺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生产工作，这对大学教师个人、对他们服务的大学、对和他们合作的公司以及对更广泛的社会，都产生效益。这被一些学者称为“学术资本主义”。[
] “学术资本主义”一词，比较鲜明地刻画了知识创新之源以及科研人员在产学研合作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相当长的时期内，技术创新一直在企业内部进行，主要源于技术工人生产经验积累、技术的改进，而与科学知识的新发现关系不大。近现代以来的产业革命实践证实，技术革新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因此，产业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的交汇就成为必然。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其实还有赖于应用研究的兴起。美国学者司托克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巴斯德象限”，把科学研究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纯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
]他发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仅资助知识前沿，也资助国家战略目标领域的实践，相当于已经突破了玻尔象限；在美国政府职能机构的实践中，既对纯应用科学资助，也对基础科学资助，其实也已经扩展到爱迪生象限之外。[
]司托克斯的巴斯德象限强调了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借以说明产业不仅对于纯应用研究的爱迪生象限感兴趣，也会对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抱有兴趣。司托克斯的象限图虽然貌似井井有条，但是美国的现实并不严格遵循这一划分。这说明，产学研合作是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共同需求。产学研合作虽然的确有必要，但是在三方之中很难找出谁是发起行动者。

    产学研合作需要加入新的要素或行动者。作为与产学研三方都利益相关的宏观管理者，政府成为介入产学研最积极的推动者。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如此大投入的原因在于，科学是有用的。[
]政府首先直接投资技术研发。在美国，1952-1976年，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支出要高于私人企业资助；1980年后，由于制药业、生物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投资增加，私人企业的研发投入开始超过政府部门。[
]在韩国，2014年研发（R&D）领域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9%。[
]在中国，2015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0%。[
]除此之外，政府还利用决策来促进产学研合作。以中国为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1986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指出，从事产品开发的科研机构，都应逐步进入企业、企业集团或与其实行紧密联合，研究开发经费应逐步依靠企业或企业集团从销售总额中提取；198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提出，科研机构可以和企业互相承包、租赁、参股、兼并，实行联合经营，或进入企业、企业集团，或发展成科研型企业等；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企业推进产学研结合，鼓励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进入企业和企业集团。[
]随着政府对“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干预，政府已经成为“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当事方，“产学研”合作也已经进化为“政产学研”合作。

2.发现更多行动者：ANT视野的“政产学研用物”

2.1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入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 是由法国学者拉图尔（B.Latour）与卡龙(M.Callon)、劳(J.Law)共同提出，被认为是“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理论成果（西斯蒙多，2007）[
]。该理论不仅对科学技术学，对一般社会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赵万里，2002）。[
]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只是各类异质要素（heterogeneous elements）间的联结（associations），这些异质要素被称为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huaman，actor）和非人行动者（nonhuman，actant）。[
]科学技术可以描述为所有参与事实建构的行动者建立和扩展“网络”的过程。网络组建不是一个行动者，而是所有的行动者不可预期地（unexpected）作用于这个过程的结果。[
]这里的“网络”一词，不是特指某种网络状的社会结构，而是一种描述工具。这种“网络”不是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它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所以应当是worknet，而不是network。[
]
行动者网络既是一个理论，又是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方法。首先，它使用“网络”的隐喻，把社会学看成一个“联结的科学”（science of associations），是生活中的人、组织、事物之间“令人惊讶地混合”。[
]其次，对称性地对待人与非人行动者，以“对物质力量的承认”帮助我们避开表征语言的“咒语”。[
]同时该理论还弥补了其他社会理论对技术忽视的缺陷。(MacKenzie & Wajcman, 1999) [
]因为其具有的以上特点，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社会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必将对社会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2发现“用户”和“物”的行动者

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新的行动者。 [
]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政产学研”合作的格局是，政府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机制，促进应用技术的发生、发展；高校（学）和科研机构（研）提供应用技术；企业（产）应用技术生产产品。然而，如果对这一各种异质的（heterogeneous）资源和盟友清单（list）进行考虑（count）（Latour，1987：103），就会发现，这一清单是不完全的。因为技术产品不是由企业生产出来就停止流动了，还需要终端用户（用）消费，才能最终体现技术的价值。因此，除了政产学研的合作之外，用也户应当被纳入这一行动者网络。
    目前为止，上述行动者主要还是传统社会学中行动者（agency）的内涵。因为这里的行动者只包括有能动性的人及人所组成的社会组织，而不包括非人的的“行动者”。[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者”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可以包括非人行动者，非人行动者的意愿通过代理者表达出来。关于”物“的行动者重要性，在拉图尔对实验室的研究中有鲜明的体现。他指出，在科学形成的过程中，科学不仅仅表现在科学文本（scientific text），还有实验室和铭写装置（inscription devices）以及其他行动者的共同参与（Latour，1987：67-68）。卡龙在对法国布鲁克湾扇贝养殖事件的分析中，把“扇贝”看作与“人类”一样的行动者。[
]劳以15-16世纪葡萄牙人的远洋航海的案例，指出在行动者网络中，随船的文档、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都是长途旅行重要的行动者。[
]
2.3“政产学研用物”新网络的组成

事实上，已经有零星的研究对用户的作用给予揭示。如周寄中等提出，在企业运行中, 实际上存在一个“企业-用户-政府”系统。[
]工程师王健岭以自己的实践经验指出，让用户参与到新产品研发中以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新产品的成功率。[
]
对于非人行动者的重视并非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独有的观点。其实这样的例子也很常见。如制药企业在新药研发中，往往考虑研发新药传统意义上的药物安全问题（药物毒理学有关特性以及在临床使用中所产生的不良反应），但对于原料药及药物制剂的包装材料没有足够的重视，指出药品包装形式不当、包装材料选择不当、贮存环境的影响、都会给药品的质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
由此，加入“用户”行动者和“物”的行动者之后，“政产学研”合作已经再一次进化为“政产学研用物”的新组合。从下图可以看出这一进化过程，同时可以看出，组成网络的行动者并非是简单的集合和堆砌，他们之间有着互动和联结。特别是增加了两个行动者之后，行动者之间的“联结”变得更复杂和多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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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传统研究视野中的“政产学研”合作

图2：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野下的“政产学研用物”合作
3.“政产学研用物”行动者网络：某超级稻品种研发的案例分析

3.1超级稻品种G研发背景

超级稻品种G由X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经历15年研发而成，2008年通过X省农作物品种认定，2010年通过农业部超级稻认定，为X省首个超级稻品种。

X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培育超级稻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X省水稻种植面积长期居于国内前三名，具有超级稻良种的巨大需求。这符合林毅夫（2005）152-163提出的“市场需求诱致技术创新”。其二，X省水稻研究具有雄厚的历史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即育成全国三大恢复系之一，成为国家特等发明奖受奖单位之一。其三，国家对水稻科研经费持续增加投入大好形势。从表1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特别是1996年国家对超级稻研究项目正式立项以来，水稻科研课题经费大幅增长，其中应用性研究课题经费涨幅更大。在农业科研对应用性创新的刺激下，水稻科研机构加强了对超级稻的研究。其四，从外省引进的超级稻品种不适应本省的生态气候条件，超高产潜力难以发挥出来，因此需要培育出适宜本地的超级稻品种。
表1：1995-2005年我国水稻科研课题经费增长情况（1990年为不变价）单位：万元

	年份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研究
	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
	推广示范与科技服务

	1990
	119.52
	466.16
	1047.08
	280.4
	44.59

	1995
	115.36
	661.69
	992.14
	240.29
	190.18

	2000
	191.46
	741.2
	2711.27
	736.0
	312.57

	2005
	401.64
	1587.55
	4318.39
	1393.77
	998.54

	2005年比1990年增长倍数
	3.36
	3.41
	4.12
	4.97
	22.39


数据来源：展进涛.公共科技投资、知识产权与水稻产业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78；引入本文时根据需要进行了计算和调整。

3.2超级稻品种G技术研发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根据本区域具体情况，X省农业科学院确定了超级稻品种选育的目标：首先产量要达到720公斤（亩均），第二个生育期要在125-128天左右。目标确定以后，X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然而这一过程极其曲折，不仅耗费了105年的科研时间，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下面尝试从从行动者网络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技术研发过程。

首先，超级稻品种G技术研发行动者网络具有良好的“政产学研”合作基础。按照农业科学院水稻所项目负责人的思路，他们要组成一个“政产学研”的合作联盟。首先，他们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承担着保障粮食安全的职责，很容易对他们启动的超级稻科研计划发生兴趣。事实上，X省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一既能增加区域粮食生产保障，又能填补本省科研空白的技术创新，的确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这不仅仅是兴趣，这对于政府来说还存在着显著的政绩利益。因而政府愿意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断加大投入（Resnik，2015）。[
]其次，他们想到了企业。Z公司是一家集水稻、玉米、花生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农业科技企业。公司刚刚成立四年多，整体实力并不强。公司急于需要一个发展的契机和业务突破口。由于X省庞大的稻种市场需求，以及农民需要年年购买种子的持续赢利模式，使得Z公司愿意主动与农业科学院合作。还有高校。作为X省农业科学院，本身的科学家有半数在X省大学兼职带研究生，因而与X省大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合作开发超级稻新品种，不仅有利于教学科研水平，还可与相互提升社会影响力。至于科学院内部的科学家，他们是超级稻研发行动者网络的积极行动者和发起行动者，他们需要科研过程形成可以发表的论文成果，他们也需要以此获取政府有关部门审定和国家“超级稻”认定，更需要完成技术成果转化的工作指标。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由于知识产业化、资本化的利益凸显，知识生产的目标就相应地变为追求知识的商业价值，这促使科研机构更多地偏向于应用研究；同时以经济贡献大小定输赢的思维在知识生产领域的考评中仍占主要地位，这促使科研机构会尽快地处理自己的技术成果。（刘磊，2015）[
]
其次，超级稻品种G技术研发行动者网络缺乏必要的“物”的行动者。农业科学院水稻所、有关政府部门、Z企业、X省大学等行动者，以“超级稻研发领导工作小组”的名义，通过行政组织手段，组成了超级稻研发行动者网络。但是，这个网络的效率是低下的。根据公开的资料，超级稻品种G从科研立项到通过国家“超级稻”认定，前后经历了15年之久。究其关键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育种材料。超级稻研发能否成功取决于父本、母本育种材料的配对优势表现。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育种材料，超级稻研发就会缺少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说，育种材料是超级稻研发行动者网络中的重要行动者，它的能动性在于自己能否把包含的产量、抗性等性状表达出来。正是由于对育种材料的忽视，X省超级稻研发遭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以至科研项目经常停滞不前，造成了时间、资源上的严重浪费。
再次，超级稻品种G技术研发行动者网络络缺少重要的终端应用行动者——农民。按照农业部《超级稻确认办法》规定，超级稻的首要指标是产量，其次是米质，再次是抗性。这是政府对于超级稻的要求。实际上，农民的要求却并非如此。在本文对X省的实地调研中，农民最怕水稻倒伏。一旦倒伏，减产不说，收割机每亩地要多加50-100元；如果倒伏厉害，机器都进不了地，一亩地要找3个帮手，一个人一天至少100元，还很难找到人愿意做。其次，农民重视米质，他们种稻子首先要满足自己一家人的生活消费，多余的才可能去出售。因此，农民对超级稻品种的要求依次为抗性、米质和产量（如下表）。
表2.：国家战略层面与农民现实需要对超级稻特性排序的异同

	排序
	国家战略层面对超级稻特性的排序
	农民现实需要对超级稻特性的排序

	1
	产量
	抗性

	2
	品质
	品质

	3
	抗性
	产量


农业部《超级稻确认办法》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以产量为先，兼顾米质和抗性；而农户的要求，基于现实中农业成本的控制和劳动力情况，首先讲求抗性。但是，当把国家的战略利益与农户的具体利益对接的时候，矛盾就产生了。而育种科研机构的技术路线和目标主要遵循了国家的需求目标，作为最终应用技术的农民行动者，其利益就被忽略了。因此，在现实中，农民极少愿意选择这一超级稻品种，即便作为免费发放的赈灾种子，农民也不乐意采用。这对于农业技术研发活动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图3：超级稻品种G技术研发行动者网络的缺陷（虚线代表缺失）
总之，如图3所示，超级稻品种G技术研发行动者网络在行动者层面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一是缺乏育种材料行动者，使得超级稻研发活动失去必备的物质基础，严重影响了研发进程。二是缺乏农民行动者，使得农民的需求没有反馈到研发环节，虽然科学家历经10年做出符合原定目标的技术成果，但这一成果最终因不符合农民的需求而难以实际应用。

4.结论

通过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出，传统的“政产学研”合作主要强调人类行动者及其集体组织的作用，而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模式下，这一合作被拓展为“政产学研用物”合作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发现行动者”的研究思路打开了新视野。它对非人行动者的发现，强调了技术创新活动中“物”的作用；它对“用户终端”行动者的发现，强调了技术最终使用者的权益和需求而不是技术产品企业的权益和需求。在这方面，超级稻品种G技术研发行动者网络，提供了一个证明的反例。因为缺失“物”的行动者，超级稻技术研发进展缓慢，困难重重，以至花费了15年时间才形成一个科研成果；因为缺失“用户”行动者，农民的需求没有被收集和被考虑，即便花了15年时间做出了科研成果，得到了政府的认定，却得不到农民的认可，最终仍然难以推广应用。在“产学研”合作的传统研究框架中，除了要加入用户行动者、“物”的行动者，还可能要考虑加入风险投资等其他行动者要素。这说明，在一个行动者网络的组建过程中，要尽可能发现和征募更多的行动者，特别要重视发现非人行动者的作用，使得行动者更加齐全、到位。同时要跟随行动者，重视行动者的主张和需求，加强协商和沟通，把行动者网络的目标转译为行动者的需求和主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推进“政产学研用物”的合作，实现行动者网络中每个行动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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